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正視在囚人士基本人權  增加與外間通電機會」 

---- 關注在囚人士與外間通電問題記者會 新聞稿

社區組織協會十分關注在囚人士的更新與重投社會重過新生的問題。除了打擊犯罪，監獄的最終目標應是促使日後有機會獲釋的罪犯能夠和重新融入社會。因此，整個在囚過程應強調在囚人士與社會的持續聯繫，使在囚人士更容易更生，當中在囚人士能夠維持與家庭的關係亦極為重要。
1. 本港在囚人士統計資料
截至2011年9月30日，香港懲教機構的囚犯合共有8,017人。當中，2,350人是在香港被判刑的非本地人士，近850名非本地的囚犯（36％）是女性。相對來說，監獄總囚犯人數中，只有12％是女性（截至2010年年底）。
於本港服刑的非本地人士中，51%來自中國內地，38%來自亞洲，6%來自非洲，其餘來自北美或南美，歐洲和澳大利亞。超過66%正在服刑囚犯判刑是1年以上。
懲教署的報告指出，非本地囚犯於2010年8月至2011年1月期間合共提供3,247次的長途電話通話。
2. 女性的外籍囚犯所面臨的困難
雖然被關押的所有囚犯，不論性別或國籍，在監獄生活中均面對不少困境；然而，當中外籍女囚犯所面對的更是一個特別脆弱的的環境，因為她們與家人失去聯繫，常常感到被邊緣化，而且她們在獄中也遇到語言和文化障礙。
2.1 外地家人難來港探訪
首先，她們很少獲得任何家屬探視，大多數家庭成員無法定期到香港監獄探訪。雖然在本港監獄服刑的外籍囚犯可能會不時有來自非政府組織或朋友的探訪，但這些都不能代替家人的直接探訪和關懷。
2.2 家人不懂字難用書信聯繫
其次，書信文字不能代替直接通過電話與親人交談，特別是一些在囚人士的子女或年邁的父母可能並不懂書寫，無從透過書信聯繫。
2.3 三個月內僅十分鐘通電話時間
第三，所有的囚犯均對現行監獄的通訊安排表示十分無奈，原因是她們只能每3個月有10分鐘的通電話時間。如果有關囚犯和她的父母通電話一次，她便沒有時間再打另一個電話去跟她的子女和配偶溝通對話；結果，她只能再等3個月的時間才能打另一次電話。
如果囚犯希望使更多的對外通電話機會，她必須向監獄管理人員申請，而批准與否，全由有關懲教人員自由裁量。在缺乏明確審批準則下，懲教人員擁有完全酌情權決定是否批准申請，至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不同懲教院所的人員亦有非常不同的做法。據社協獲得的資料，一般來說外籍囚犯可以每個月打出一次電話，但亦有在另一所監獄的外籍女囚犯提出同樣要求以定期聯繫她年幼的孩子而被拒絕。
2.4 致電海外的電話費昂貴難負擔
此外，外籍在囚人士致電海外的電話費過於昂貴。相對於一般市面上可以使用較為便宜的電話卡，非洲或南亞的在囚人士通常通過投幣式電話或儲值電話卡致電海外通話大約10分鐘，便要耗費港幣150元。在個別情況下，在監獄福利人員的協助下，在囚人士可購買電話卡；然而，並非所有的監獄都有類似的電話卡供發售。羅湖懲教所的囚犯便曾投訴，她們只有最昂貴的選擇；近期，該懲教所福利人員才表示，已經提供了一個新的、更便宜的電話卡以供在囚人士使用。但是，不同懲教院所至今仍沒有統一的做法。
囚犯的每月收入一般只有港幣300至400元左右，致電海外的電話費顯然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3. 政府關於囚犯信件和探訪的政策
《監獄規則》（香港法例第234A章）內並沒有關於在囚人士使用電話的規定，但卻有關於探訪和信件的規則。一般來說，一個囚犯每月獲准接受探訪兩次，每次探訪不超過30分鐘；在特殊情況下，監督可酌情給予額外的探訪（《監獄規則》第48條）。
至於電話通訊，並沒有法律條文規定允許囚犯這樣做。根據懲教署向本會提供的資料，只有《常規（公眾版）》第27段中56-01和56-02節提及在個別酌情的基礎上囚犯可以在特殊情況下通電話：
- 告知囚犯的拘留或下落；
- 安排保釋，繳付罰款或其他法律事務；
- 獲得直系家庭成員病危或受自然災害影響的最新情況信息；
- 聯繫一些直系親屬，而有關人士基於居住偏遠或身體殘疾等原因，在過去
3個月無力作出任何探訪；
- 任何其他情況令機構負責人認為有足夠理據批准該體恤通訊。
換句話說，懲教署並不視在囚人士對外電話通訊為一項權利，而只認為那是署方酌情處理的權力範圍。懲教署曾表示，囚犯不會被允許在任何一個時間內作出超過 10分鐘電話通訊，並且打出外的電話只能在上午9時至下午5時的辦公時間內進行。至於涉及電子郵件通訊和網絡視象對話，懲教署表示目前已經有利用資源，以實現通過視象計劃，讓老人或殘疾人家庭成員與位於偏遠監獄的囚犯談話。至於互聯網的使用，現時並不容許囚犯透過電子郵件與外界聯繫。
4. 人權標準
從人權的角度來看，政府的政策並未有完全符合國際人權公約和協議的規定。適用於香港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當中第十條便規定：“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儘力廣予保護與協助”。
具體涉及到囚犯的人權，聯合國高級人權事務專員辦公室便曾在一份建議書中指出：“於每個月內通兩次電話，是最起碼維持有意義接觸的基礎”。有關建議更指出，一次電話通訊可以作為一封信或一次探訪的替代品，而通過電話聯繫，對於那些囚屬於外國公民因而令她們家人探訪幾乎成為不可能的情況下尤為重要。
5. 海外實踐和立法
海外的立法和實踐反映出，維持與社會的聯繫，有助促進罪犯改過自新。
美國聯邦監獄局(US 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制訂了詳細的規則和法規，保障囚犯的電話通訊權利。此外，美國聯邦監獄局頒布了22頁關於囚犯電話通訊的程序指引；相比之下，香港懲教署的常規對此只有大約1頁的規定。
在美國，在囚人士對外的電話通訊可從每日早上6時至晚上11時30分進行，每次通話時間一般可長達15分鐘，每月可有合共300分鐘的通話時間。相對來說，香港的囚犯每次通話時間只得10分鐘。
因此，在美國，在囚人士對外電話通訊屬於一項權利，相對來說在香港在囚人士對外電話通訊只是在特殊情況下才獲容許進行。美國當局對在囚人士對外電話通訊的限制只發生在有合理懷疑的情況下，例如基於機構的良好秩序或安全構成威脅的情況下。
監獄可能擔心給予在囚人士無限制對外電話通訊的權利會影響到監獄保安，然而，限制通電話次數和通話長度是不理想的做法。相反，美國聯邦監獄局已經選擇採用其他幾種防止濫用的預防措施，即限制犯人可以撥打的電話號碼、監測有關通話內容，並暫停那些濫用權利犯人所享有的通訊權。這是通過自動電話系統（稱為“囚犯電話系統（ITS）”）進行的。透過手機控制電腦軟件程序，准許犯人撥打某些電話號碼，並就通話內容作出記錄。每名囚犯都獲編配一個代碼，透過代碼可以將囚犯每次電話通話的費用從她的帳戶中扣除。這做法可有效提高效率，同時囚犯亦不需要每次提出撥打電話的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澳大利亞州，當地政府承認和尊重外籍犯人的特殊需要。當地懲教部門的政策是在有需要時提供額外的協助，以克服外籍犯人無法與家人有效聯繫的缺點。如果犯人沒有足夠的資金，她們將有資格獲得每月兩次10分鐘的免費電話通訊聯絡其家庭和海外朋友。
6. 本會建議
6.1 修訂《監獄規則》，確認在囚士擁有對外電話通訊的權利。《監獄規則》應有條文列出所有囚犯都有權對外進行電話通訊的最少次數和持續時間。基於維護保安和監獄秩序等理由，電話通訊可能會受到限制和監視。
6.2 增加在囚士對外電話通訊的次數。最低限度，每個月應獲得兩次的通電。對外電話通訊的政策目標應該是讓囚犯有意義地保持與朋友和親戚的關係。
6.3 安裝自動電話系統，由電腦軟件控制，這樣可提供多功能的調節，類似於美國的犯人電話系統，軟件通過給囚犯的個別代碼標識，有效地從她們的帳戶自動扣除電話費。系統會自動撥號防止犯人亂撥電話，並自動記錄來電，防止濫用並確定保安措施的有效執行。由於系統是自動化的，允許犯人在有需要便自行使用，而不需要每次向監獄工作人員提出請求。
6.4 如果資源真的不足夠，懲教署也應容許非本地居民的囚犯每個月有兩次、每次有30分鐘時間撥打電話。這樣的對外電話通訊時間，實際上相等於現時每名在囚人士每月可獲得親友探訪的次數和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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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說明

羅湖懲教所

1. 巴布 (Babu)
巴布於2006年在香港國際機場因運送毒品被捕，其後被判處13年監禁。阿曼達的家庭仍然是在她原來的國家，她有兩個兒子，其中一人生病。她感到沮喪，原因是撥打電話是如此昂貴和困難。她在監獄的每月工資約為港幣340元，而她必須購買其他日常必需品。每次她致電回國的成本約為每分鐘14港元，一個10分鐘的通話金額便達140港元，亦是她每月工資的一大部分。她患有心臟病，在她患病休息和看醫生的時間便無法工作。她感到沮喪，在她的監獄中，犯人不准在獄中自行購買電話卡。
電話卡的成本只是50港元，比通過電訊盈科直接撥打電話遠為便宜。巴布百思不得其解，因為她曾被編配到允許犯人買電話卡的監獄，但在她現時的監獄，犯人只透過她們的訪客朋友或領事館獲得電話卡。外國人很少有訪客，領事館人員也不常來。巴布也感到沮喪，因為很難獲批准打額外的電話，她過往曾經被批准的唯一情況就是近親死亡。巴布告訴我們，在監獄內甚少人提出額外打電話的要求，因為她們想避免被懲教人員視為麻煩製造者。
2. 雪莉(Shirley)

雪莉是在2009年被捕。她正面對10年監禁。她的女兒現在11歲，兒子9歲。雪莉對她的犯罪表示極大的痛苦和悔恨。直到她進入監獄，她真正理解吸毒對人的破壞性影響。
雪莉感到憂心忡忡，因為她的罪行，她的子女現時必須生活在沒有母親的困難境地。對於她來說，每3個月僅10分鐘的電話通話時間，甚至沒有足夠機會讓她了解女兒的基本健康狀況。她擔心，當她刑滿出獄回家時，“她們將不再認識她們的母親”。她感到最痛苦的是，她的處境對她的孩子造成多麼不公平。她哭訴：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遭受我現在身處的悲慘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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